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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
 

202. 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 对不同国际专

利分类在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突破的情况进行了量化测度, 并研究了企业的国际

科技本土突破数量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

能够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增加, 但对企业人均慈善捐赠的影响效果并

不显著; 竞争优势效应和税收遵从效应分别是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促进企业人均薪酬

与人均税金显著上升的重要渠道; 声誉储备效应表明, 对于已经拥有较多国际科技

本土突破的企业, 慈善捐赠并不能为其带来额外的声誉提升;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也

不能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的增加, 高管的薪酬

增长速度比员工的薪酬增长速度更快; 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 本

文的结果依然显著。 本文研究为实现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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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 对经济健康发展、 居民幸福感提升以

及社会和谐稳定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 消费结构显著改善 (孙豪和曹肖烨, 2022) [1] ,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
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2013—2020 年, 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 70%以上,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但是, 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

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2 年中国居

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 466, 高于 0. 4 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无论从纵向的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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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角度, 还是从横向的国际对比视角来看,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都较大, 这揭示了中

国在收入分配公平性上仍存在着较大不足 (李实和朱梦冰, 2018)[2] 。
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202. 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 创新性地将国际专利分

类 (IPC) 作为不同科技的划分依据, 将各 IPC 在中国首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日期

视为我国实现了相关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时间节点, 整理并计算了各上市公司以及

各地区各年度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 并结合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的分析

框架, 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很少

有研究对企业或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或探讨 (He
 

and
 

Tian, 2020) [3] 。 本

文创新性地将研究聚焦于科技创新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 采用新 IPC 在国内首次

申请并获得授权作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代理变量。 基于这一创新性测度方法, 本

文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水平提升对三次收入分配的影响, 对完善我国三次收入分配

制度, 强化技术突破的收入效应, 改善企业内部不同参与主体的分配效应, 提供了

重要的经验证据。
第二, 目前以企业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实证研究, 多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代理变

量, 分析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 (肖土盛等, 2022[4] ; 方明月等, 2022[5] )、 工业

机器人 (王永钦和董雯, 2020[6] ; 何小钢等, 2023[7] )等对企业收入在劳动要素与

资本要素之间分配的影响, 并不能完全覆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本文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三次分配制度出发, 创新性地采用人均工资、 人均税

金、 人均慈善捐赠作为三次分配的代理指标, 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 “做

大蛋糕” 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直接检验, 同时又从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 高管与员

工薪资上涨速度差异性的角度, 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否 “分好蛋糕” 的分配效

应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 本文提出了竞争优势效应、 税收遵从效应和声誉储备效应, 并结合国际

科技本土突破的竞争追赶特性、 政府补贴的税收合规激励以及官方媒体和股吧投资

者的海量文本情绪数据, 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提高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的

机制分析提供了实证证据, 为剖析当前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慈善捐赠动力不足

的原因提供了具体的现实解释, 为进一步理解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共同富裕

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提供了全面的经验证据。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我国科技体系的不断丰富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

民收入水平获得了显著提升, 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三

次分配的概念, 最初由厉以宁提出, 他在 1994 年出版的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

济》 一书中明确指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第一次是由市

场按照效率进行分配; 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通过税收、 扶

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 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 通过

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其中, 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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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是根本, 再分配是关键, 三次分配是补充。 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 正确

处理三者的关系, 做到优势互补、 协调联动、 整体发力, 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

性进展的制度性保障 (李海舰和杜爽, 2021) [8] 。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和收入分配体系的具体执行者, 在三次分配中均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 在初次分配阶段, 企业通过组织劳动力、 资本、 土地等生

产要素进行价值创造, 并依据市场规律将经济产出以工资 (劳动报酬)、 股息 (资

本回报)、 租金 (土地收益) 等形式分配给各要素所有者, 这一分配过程实现了生

产要素的价值归属。 Schumpeter (1942) [9] 在其经典的创新理论中, 明确指出了创

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而企业是创新过程的关键参与者。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

论, 企业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形成的 “先发优势”, 能够构建技术壁垒并获取超额

垄断利润。 这种竞争优势具有时效性特征, 随着技术扩散加速 (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 [10] , 后发企业通过技术模仿与路径优化可能实现快速追赶, 这

使得先发企业必须将垄断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活动以维持技术领先地位。 在此过程

中, 企业面临双重挑战, 既要加大研发设备等物质资本投入, 更需通过竞争性薪酬

体系吸引和保留创新人才。 Cadsby 等 (2007) [11] 的研究表明, 与创新绩效挂钩的

薪酬契约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创造性产出, 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通过满足知

识型员工的成就动机, 可显著提升其工作投入度与组织承诺 ( Deci
 

et
 

al. ,
 

1999) [12] 。 企业通过技术壁垒获取的超额利润为其优化核心人才薪酬体系提供经济

基础, 而高素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的持续供给, 进

而强化企业在技术周期中的领先地位。 基于此,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作为技术优势的

集中体现, 其数量增长将重构企业的价值分配逻辑———技术壁垒形成的市场利润不

仅补偿前期研发投入, 更通过薪酬体系改革实现知识型劳动的价值重估, 从而优化

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在初次分配阶段,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可以显著增加企业营业

收入, 提升企业市场利润, 促使企业为维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提高人均工资水平。
其次, 在再分配阶段, 政府通过税收、 社会保险、 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初次分配

的结果进行调整。 在这个阶段, 企业作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政府依赖企业的经营活

动以收取税款, 这包括但不仅限于营业税、 所得税、 增值税等。 企业的经营状况、
盈利水平以及税收筹措的效率和公平性, 直接影响到政府再分配的能力和效果。 然

而, 基于企业现实的证据则显示, 避税是一个在全球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世界

银行对全球 102 个国家 (地区) 企业的调查显示, 对于 1 元钱的收入, 企业会平

均隐藏 0. 213 元用于避税 (刘行和吕长江, 2018) [13] 。 因而, 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税

务规划对于确定政府在再分配阶段的财政收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税收遵从理论

认为, 当纳税人是完全的理性决策人时, 税收遵从或不遵从的一切依据是使其个人

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14] 。 在我国, 若企业逃税被查,
有很大概率将面临 1 倍以上的罚款。 因此, 从完全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 当企业通过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实现总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时, 应该增加缴税水平, 规避逃税的违法

风险, 才能使企业实现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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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历来十分重视, 企业在创造出更多科技

本土研发突破成果的背景下, 有望获得税收优惠、 研发补贴、 人才奖励等一系列政策

支持。 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 也可以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更有利于企业开拓外部市场,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形成企业经营发展的

良性循环。 在此过程中, 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 也

影响着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和长期发展战略。 由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够提升企业的

产业竞争力, 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并契合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 政府往

往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加以扶持, 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增强其创新动力。 同时, 政府

补贴的获取往往伴随更严格的财务透明度和税收合规要求, 促使企业在享受政策红利

的同时, 主动提升税收遵从度, 降低因避税导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 非税成本理论认

为, 虽然避税可以帮助企业短期内节约现金流, 但其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会显著降低企

业的投资效率 (刘行和叶康涛, 2013)[15] , 增加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 (叶康涛和刘

行, 2014)[16] 和银行借贷成本 (Hasan
 

et
 

al,
 

2014)[17] ,并提升企业的股价崩盘概率

(Kim
 

et
 

al. ,
 

2011)[18] ,损害公司的企业价值 (刘行和吕长江, 2018)。 特别是对于依赖

政府支持的科技企业而言, 逃避税收可能影响政府对其的长期扶持力度, 使其在未来的

政策优惠、 市场准入及资源获取方面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因此, 当企业在取得更多科技

本土研发突破成果、 获得更多政府补贴与支持的情况下, 企业出于理性决策考虑, 会

更倾向于提高纳税水平, 以建立和维护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 从而进一步巩固市场

地位,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和竞争力。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在再分配阶段,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会显著增加企业获得的

政府补贴, 激励企业进行税收遵从, 促进企业人均税金水平的上升。
最后, 第三次分配主要指的是通过慈善捐赠、 公益活动等非强制、 非市场的方

式,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缓解社会贫富差距。 在这个阶段, 企业主要通过社会责任

活动、 慈善捐赠等方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 将企业盈利的部分转化为社会福利,
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 提升生活质量, 加强了企业

与社区、 消费者、 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贫富差距,
对社会公平公正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企业声誉理论认为, 企业声誉是多方面长

期积累的结果, 来源于企业的产品质量、 客户服务、 社会责任感、 治理结构等。 声

誉一旦形成, 需要企业持续地维护, 以确保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稳定 (Fombrun
 

et
 

al. ,
 

2000) [19] 。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 良好的声誉被普遍视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

资产。 它包含了消费者、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评价与认知, 可以显著地

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 从短期来看, 正面的声誉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

场中吸引和留住顶尖的专业人才。 从长期来看, 长期累积的正面声誉能够为企业提

供一定程度的 “声誉储备” ( Suh
 

and
 

Amine,
 

2007) [20] , 当企业面临潜在的危机

时, 这种储备能够充当一种缓冲机制, 有助于增强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 股东

和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信任基础使得企业在危机中更有可能获得公

众的宽容和理解, 从而降低危机对企业长期声誉和经营绩效的潜在负面影响。 因

此, 积极正面的企业声誉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短期利益, 而且在长期内也有利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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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和增强企业的市场地位 (Fombrun
 

and
 

Shanley,
 

1990) [21] 。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往往代表了某个行业或领域的前沿进展,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

新闻价值, 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 同时, 投资者也会很关心这些突破能为企业带

来的潜在利润和市场机会, 也可能会在网络上展开更多探讨。 现有研究表明, 更多的

社会关注与媒体报道会给企业带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压力 (Chen
 

et
 

al. ,
 

2018[22] ;
Ren

 

et
 

al. ,
 

2022[23] ; Cheng
 

et
 

al. ,
 

2022[24] )。 在这种情况下, 增加慈善捐赠有助于

企业对良好声誉的维系与巩固。 Brammer 和 Millington (2005) [25] 对企业慈善捐赠

支出和相关政策的研究表明, 企业进行捐赠活动的目的是为获得良好的声誉, 慈善

捐赠额越高的企业其企业声誉越好。 Waddock 和 Graves (1997) [26] 指出, 企业可

以通过进行慈善捐赠向市场传递自身有着优良管理与光明发展未来的积极信号, 进

一步对公司的收益造成正向影响 ( Sánchez,
 

2000) [27] 。因此, 企业在实现科技本土

研发突破、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 可以通过提高慈善捐赠水平, 进一步巩固和

强化企业的良好声誉, 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 在第三次分配阶段,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会显著增加企业的

慈善捐赠, 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企业的良好声誉。

二、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1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剔除了金融类行业公

司、 财务状况异常的 ST 公司后, 最终的研究对象为 3
 

635 家上市公司以及全国 287
个城市, 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城市的经济发展数据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通过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 (Orb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收集

了所有中国专利的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IPC 类别、 申请人等信息。 本文通过筛选

和确认每一个 IPC 对应的专利在中国第一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最终持有人, 作为该

IPC 代表的科技在中国第一次实现突破的时间节点, 计算了最终持有人所在企业在

我国实现的首个 IPC 的突破数量, 从而反映出不同企业在我国实现科技本土研发突

破数量的水平。 上市公司财务年报中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明细来自于国泰安数据

库。 企业的报纸媒体报道数据和东方财富网的股吧论坛讨论数据来自于 CNRDS 数

据库。 企业进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数据。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收入三

次分配理论, 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it = α + βIPCNumi, t -1 + γControli, t -1 +γt +μi +εi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Y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对收入进行三次分配的情况, 分别用企

业薪酬总额除以员工总数的对数 (AvgPay)、 企业实际支付的总税金除以员工总数

的对数 (AvgTax) 以及企业捐赠总额除以员工总数的对数 (AvgDon) 代表。 解释

变量 IPCNumi,t-1 表示企业 i 在第 t-1 年获得授权的中国首个 IPC 专利总数的对数,
代表企业 i 在国内实现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数量。 本文还选取了多个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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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ze 为企业规模, 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 (2) Leverege 表示企业负债程

度, 以杠杆率衡量; (3) Growth 为企业增长速度, 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
(4) HHI 为同行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 反映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

强度; ( 5) FCF 为企业现金流量, 以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除以总资产表示;
(6) TOP10 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反映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 (7) Audit 为企

业采用的会计事务所水平, 该变量为 1 说明企业采用了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 以反

映公司的外部监管水平; (8) Board 为董事会规模, 以企业的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

数衡量; (9) Duality 为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 该变量为 1 说明董事长总经

理两职兼任; (10) Indepratio 为企业董事构成, 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衡

量; (11) Age 为企业年龄, 用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表示; (12) SOE 为企业

股权性质, 该变量为 1 表明是国有企业, 为 0 则为民营企业。 γ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i 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ε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三、 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人均工资、 人均税金和人均捐款金

额取对数后的均值分别为 11. 557、 8. 986 和 3. 612, 说明企业在初次分配、 再分配

和第三次分配中支付的金额逐步递减, 初次分配在企业收入的三次分配中占比最

大。 核心解释变量 IPCNum 的均值为 0. 324, 中值为 0, 说明样本区间内上市公司

取得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情况较少。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的均值为 0. 177, 说明

大部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AvgPay 31
 

474 11. 557 0. 573 10. 115 11. 549 13. 138

AvgTax 31
 

474 8. 985 1. 346 5. 445 8. 852 13. 412

AvgDon 31
 

474 3. 612 2. 732 0. 000 4. 118 8. 995

IPCNum 31
 

474 0. 324 0. 726 0. 000 0. 000 5. 945

Size 31
 

474 22. 126 1. 282 19. 755 21. 950 26. 086

Leverage 31
 

474 0. 439 0. 206 0. 056 0. 435 0. 896

Growth 31
 

474 0. 177 0. 441 -0. 595 0. 107 2. 849

HHI 31
 

474 0. 140 0. 149 0. 020 0. 088 0. 886

FCF 31
 

474 0. 046 0. 072 -0. 173 0. 046 0. 248

TOP10 31
 

474 57. 706 15. 275 22. 340 58. 560 90. 180

Audit 31
 

474 0. 059 0. 236 0. 000 0. 000 1. 000

Board 31
 

474 2. 141 0. 201 1. 609 2. 197 2. 708

Duality 31
 

474 0. 257 0. 437 0. 000 0. 000 1. 000

Indepratio 31
 

474 0. 373 0. 053 0. 308 0. 333 0. 571

Age 31
 

474 2. 150 0. 777 0. 000 2. 303 3. 296

SOE 31
 

474 0. 398 0. 490 0. 000 0.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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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模型 (1) 考察了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三次分配的影响。 表

2 列 (1)、 (2) 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杠杆率、 行业竞争

强度、 企业现金流、 股权集中程度、 外部监管水平、 董事会规模、 董事长权力、 企

业年龄、 年份效应和企业个体效应之后,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企业人均薪酬和人

均税金的影响系数为 0. 0359 和 0. 1101, 且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

可能是因为, 企业在实现了更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情况下, 可以创造出更多新产

品,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收入与盈利水平。 为了继续维持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

的创新与竞争优势, 同时进一步加强并巩固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 企业会显著增

加员工薪酬, 提高纳税水平, 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和 1 和假说 2。 列 (3) 结果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人均慈善捐赠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拒绝了本文的假

说 3, 说明科技创新并不会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这可能是因为, 科

技创新本身具有声誉效应, 企业取得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在市场

表 2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变量
AvgPay AvgTax AvgDon

(1) (2) (3)

IPCNum 0. 0359∗∗ 0. 1101∗∗∗ -0. 1050
(2. 30) (2. 74) ( -1. 32)

Size 0. 0798∗∗∗ 0. 0506∗∗ 0. 5028∗∗∗

(7. 94) (1. 96) (10. 79)

Leverage
-0. 0293 0. 0766 -0. 7815∗∗∗

( -0. 85) (0. 83) ( -4. 59)

Growth 0. 0227∗∗∗ 0. 1212∗∗∗ 0. 1004∗∗∗

(4. 20) (9. 16) (3. 17)

HHI 0. 0020 0. 8734∗∗∗ 0. 0630
(0. 04) (5. 96) (0. 29)

FCF 0. 1097∗∗∗ 0. 7683∗∗∗ 1. 0455∗∗∗

(2. 67) (7. 29) (4. 51)

TOP10
-0. 0001 0. 0019 0. 0044∗

( -0. 15) (1. 42) (1. 73)

Audit 0. 0223 -0. 1539∗∗ -0. 3312∗

(0. 77) ( -2. 10) ( -1. 91)

Board 0. 0163 -0. 1575∗ 0. 2338
(0. 54) ( -1. 92) (1. 37)

Duality
-0. 0055 -0. 0261 -0. 0455

( -0. 57) ( -1. 10) ( -0. 85)

Indepratio
-0. 0469 0. 2949 0. 2984

( -0. 52) (1. 19) (0. 63)

Age 0. 0355∗∗ 0. 1790∗∗∗ 0. 0188
(2. 56) (4. 66) (0. 24)

SOE
-0. 0085 -0. 2177∗∗∗ -0. 3608∗∗∗

( -0. 32) ( -3. 25) ( -2. 88)

Constant 9. 6977∗∗∗ 7. 4550∗∗∗ -7. 9439∗∗∗

(43. 59) (12. 75) ( -7. 41)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31
 

474

Adj
 

R2 0. 758 0. 732 0. 501

注:∗ 、∗∗
 

和∗∗∗分别表示 10%、 5%和 1%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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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 不仅有助于企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客户,
还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

势。 因此, 拥有较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成果的企业, 可能并没有通过增加慈善捐赠

提升企业声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四、 机制检验

(一) 竞争优势效应

当前, 在政府与社会媒体广泛关注科技创新事业的背景下, 新 IPC 专利在我国

成功实现突破之后, 激烈的科技竞争与市场竞争会引发同行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

竞相研发与积极追赶。 但是各 IPC 专利的研发难度与技术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本文

认为一个 IPC 专利在首次研发成功的企业之外, 被其他后发企业第二次研发成功并

申请获得专利的时间间隔, 可以成为该 IPC 专利研发难度的反映标准之一。 即一个

IPC 专利从首次突破至其他企业第二次申请并授权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 说明该

IPC 专利的研发难度越大, 成功实现该 IPC 专利首次突破的企业, 可以在更长的时

间范围内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因此, 本文在前文识别各 IPC 专利在中国首次突破时

间 IPCTimeit1 的基础之上, 逐一确认了各 IPC 专利在中国第二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

具体时间 IPCTimeit2。 如果第二次申请的公司与首次突破的公司相同或存在持 / 控股

关系, 则向后依次替换, 直至找到与首次突破企业无股权关系的最近后发企业为

止。 然后, 本文计算得出了各 IPC 专利的后发追赶时间间隔 IPCTimeit2 -
 

IPCTimeit1,
作为不同 IPC 专利研发难度的度量标准。 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求出各年度各行业拥有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总数和各行业科技后发追赶时长的平均数, 并基于中位数进行分

组, 从而检验基准回归的效果是否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更多以及科技后发追赶

间隔更长的行业更加显著。
表 3 列 (1)、 列 (2)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营业利润增长率 (Earn-

Growth) 和净利润增长率 (ProfitGrowth)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在取得更

多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之后确实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 显著促进企

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提升。 此外,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净利润增长率的影响系数

更大、 更显著, 说明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营业收入, 而且可以通过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或创造新的盈利模式来增加公司的净利润, 显著增强企业的盈

利能力。 列 (3)、 列 (4)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促进员工薪酬上涨的效果在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更多的行业更加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

更多的行业技术丰富度更高, 企业更有动机去支付更高的薪酬, 去雇佣高级别的研

发人员和其他关键岗位的员工来推动其技术创新, 从而建立市场竞争优势。 列

(5)、 列 (6)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促进员工薪酬上涨的效果在后发企业追赶

间隔时间更长的行业更加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业技术更为复杂, 学习曲线与

研发时间更长, 后发企业追赶的难度更大。 取得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先行企业有更

大的动机提供更高的薪酬来激励和保留企业关键人才。 因此, 本文的假说 1 得到验

证, 在初次分配阶段,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市场利润, 企业会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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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显著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

表 3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竞争优势效应

变量

EarnGrowth ProfitGrowth

(1) (2)

AvgPay AvgPay AvgPay AvgPay

(3) (4) (5) (6)

科技突破数
多行业

科技突破数
少行业

后发追赶间隔
长行业

后发追赶间隔
短行业

IPCNum 0. 1822∗ 0. 4574∗∗ 0. 0283∗ -0. 0042 0. 0282∗ -0. 0073
(1. 82) (2. 51) (1. 82) ( -0. 09) (1. 82) ( -0. 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19
 

418 12
 

056 19
 

817 11
 

657

Adj
 

R2 0. 285 0. 156 0. 763 0. 728 0. 769 0. 727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Chow
 

Test
 

=
 

10. 51
P-Value<0. 001

Chow
 

Test
 

=
 

8. 79
P-Value<0. 001

(二) 税收遵从效应

为了检验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增多是否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
本文参考王刚刚等 (2017) [28] 、 郭玥 (2018) [29] 关于政府补贴数据的 “关键词检

索” 方法, 通过在上市公司财务年报中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明细中搜索 “科学

进步奖” “技术进步奖” “科学技术奖” “技术奖励” “技术奖金” “科学技术经

费” “科学技术款” “高新技术补贴” “关键技术” “重大技术” “863 计划” “973
计划” “星火计划” 等反映政府创新政策与科研经费的关键词, 整理获得了各公司

在各年度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与全部政府补贴总额, 并将这两个数据除以总资产,
得到了各公司各年度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占总资产之比 (RDSubsidyRate), 以及全

部政府补贴占总资产之比 (SubsidyRate)。
同时, 为了验证企业增强税收遵从、 降低避税行为是否会进一步获得更多政府

补贴和政策支持。 本文参考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 [30] 的研究, 计算了各公

司的会计税收差异 (DDBTD) 指数, 其值越大说明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 本文在

此基础之上, 求出了各公司各年度的 DDBTD 值, 并基于行业中位数, 设置了虚拟

变量 LowDDBTD, 若该公司当年的 DDBTD 指数低于行业中位数, 说明该公司的避

税程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表 4 列 (1)、 列 (2)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企业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

和补贴总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在取得了更多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成果之

后, 确实可以在下一年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为企业的科技创新事业提供了资金支

持。 列 (3)、 列 (4)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与行业低避税水平虚拟变量的交

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避税水平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获得

更多的政府补贴。 这反映了我国政府更愿意资助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且在税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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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合规的企业。 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双重奖励, 既奖励其技术

突破创新, 又奖励其税收遵从行为。 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引导与激励下, 取得国际科

技本土突破并且税务合规的企业更有利于实现政府的长期战略目标与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 因此, 本文的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4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税收遵从效应

变量
RDSubsidy Subsidy RDSubsidy Subsidy

(1) (2) (3) (4)

IPCNum 0. 0174∗∗∗ 0. 0675∗∗ 0. 0155∗∗ 0. 0537
(3. 13) (2. 18) (2. 41) (1. 48)

LowDDBTD
-0. 0005 -0. 0252

( -0. 28) ( -1. 47)

IPCNum×LowDDBTD 0. 0140∗∗∗ 0. 0289∗∗

(2. 60) (2. 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25
 

063 25
 

063

Adj
 

R2 0. 035 0. 305 0. 036 0. 352

(三) 声誉储备效应

媒体系统依赖理论认为,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往往依赖于新闻媒体去了解公司声

誉的某些属性, 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在传播和塑造公众对公司的看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 (Ball-Rokeach
 

and
 

DeFleur,
 

1976) [31] 。媒体不仅是展现企业实际行为的窗口和广告

平台, 而且还能通过特定报道积极塑造企业形象 (Fombrun
 

and
 

Shanley,
 

1990)。 因

此, 本文参考杨国超和张李娜 (2021) [32] 的研究, 通过 CNRDS 数据库收集了上市公

司媒体报道数据①, 整理计算了各公司各年度的报纸媒体总原创报道数的对数 (Sum-
ReportNum), 作为官方媒体中企业声誉的代理变量。 同时本文也参考孙鲲鹏等

(2020) [33] 的研究, 通过 CNRDS 数据库收集了东方财富网的股吧论坛讨论数据②,
计算得到了各公司各年度股吧帖子总数的对数 (SumPostNum) 和股吧正面帖子数的

对数 (GoodPostNum), 作为广大股民对企业声誉评价与判断的代理变量。
表 5 列 (1)、 列 (2) 显示, 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报纸媒体新闻报道总数

和股吧帖子总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0883 和 0. 0727, 且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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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NRDS 报刊财经新闻包括了来自 600 多家重要报纸媒体的新闻数据, 其中包含了八大主流财经报纸: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第一财经日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经营报》 《经济观察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以及中央报纸, 地方性晨报、 日报、 晚报以及其他财经报刊。 该模块的原始新闻数量为从 1994 年

开始至今约 7
 

000 多万条新闻报道, 上市公司新闻累计达 260 多万条。
CNRDS 股吧评论数据库是基于东方财富网股吧论坛中不同类型的帖子评论进行统计研究而建立的专业性

财经文本数据库, 包括 2008 年以来至今共计 4. 27 亿个帖子。 CNRDS 数据库使用计算机领域成熟的文本情感判

断方法, 文章语气识别率较高, 样本内的准确率高达 85%, 可以较好地捕捉上市公司的声誉信息。



平上显著, 说明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上升, 企业媒体报道总数和股吧讨

论数均会显著上升, 的确引起了更多媒体和投资人的关注。 列 (3)、 列 (4) 显

示, 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报纸媒体正面新闻报道总数和股吧正面帖子总数的影

响系数分别为 0. 1002 和 0. 0765, 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且分别大于列 (1)、
列 (2) 中全部报道和全部帖子数的系数, 进一步证明了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与企业

的正面公众形象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对于企业来说,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不仅是其研

发能力的体现, 还是其对社会贡献的证明, 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广大投资人均对相

关企业给出了高度评价, 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也可以得到显著提升。

表 5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声誉储备效应

变量
SumReportNum SumPostNum GoodReportNum GoodPostNum

(1) (2) (3) (4)

IPCNum 0. 0883∗∗∗ 0. 0727∗∗ 0. 1002∗∗∗ 0. 0765∗∗∗

(2. 90) (2. 55) (3. 19) (2. 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0
 

369 31
 

474 30
 

369

Adj
 

R2 0. 785 0. 635 0. 749 0. 636

为了检验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和慈善捐赠是否对于提高企业声誉具有协同效应,
本文也计算了各公司各年度慈善捐赠金额的对数 (Donation)。 表 6 列 (1)、 列

(2) 显示, 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与慈善捐赠金额的交乘项对企业媒体报道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对股吧帖子数量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 对于新

闻媒体来说, 企业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与慈善捐赠的结合可能被视为有新闻价值的

“双重正面” 事件, 因此更容易获得报道, 而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与企业经济表现

和股价直接相关的因素。 尽管慈善捐赠可能被视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但其不会

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或市场竞争力, 因此并没有引起股吧用户更多的讨论。 列

(3)、 列 (4) 回归结果显示, 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与慈善捐赠金额的交乘项

对企业正面媒体报道和正面股吧帖子数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期望确认理论认为消

费者在消费和再消费的过程中, 其实正在进行着期望确认的过程, 消费者对产品进

行再消费的选择, 是建立在消费者对产品高度认同的基础上 (Oliver,
 

1980) [34] 。因
此, 对于已经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的企业, 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可能已经对其

有了很高的期望。 因此, 即使这些企业进行了慈善捐赠, 公众可能仍然认为这是企

业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会再给予更多的正面评价。 表 6 的结果也反映出科技本土研

发突破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其声誉的影响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并没有再

带来额外的正面报道或者股吧评价。 因此, 在声誉储备效应不显著以及缺乏其他税

费减免和慈善激励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 当前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企业并没有足够的

资源和动力去增加慈善捐助, 否定了本文的假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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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和慈善捐赠的协同效应

变量
SumReportNum SumPostNum GoodReportNum GoodPostNum

(1) (2) (3) (4)

IPCNum 　 0. 0610∗ 　 0. 0596∗ 　 0. 0837∗∗ 　 0. 0644∗∗

(1. 87) (1. 84) (2. 49) (2. 07)

Donation 0. 0010 -0. 0013 0. 0022∗∗ -0. 0012
(0. 95) ( -1. 31) (2. 09) ( -1. 34)

IPCNum×
 

Donation 0. 0027∗∗ 0. 0013 0. 0016 0. 0012
(2. 08) (0. 86) (1. 26) (0. 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3 30
 

368 31
 

473 30
 

368

Adj
 

R2 0. 785 0. 635 0. 749 0. 636

五、 进一步分析: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共同富裕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体人民实现总体富裕,
即 “做大蛋糕”; 二是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即 “分好蛋糕” (方明月等,
2022)。 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可以通过增加市场收益、 优

化企业融资、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式促进企业显著提升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
即成功实现了 “做大蛋糕” 的目标, 但是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否降低企业内部收

入差距, 更好地惠及全体员工, 进一步 “分好蛋糕”, 也是有待验证的重要命题。
本文参考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3) [35] 衡量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按照 (高管

人员薪酬总额 / 高管人数) / [ (企业薪酬总额-高管人员薪酬总额) / (企业员工总

数-高管人数) ] 计算了高管平均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之比 (MESRatio), 同时

也按照这种方法计算了高管薪酬的增长率 (MSGrowth) 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增长率

(ESGrowth), 并将以上指标替换为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表 7 列 (1) 显示,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上升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为

正,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增多并不能缩小高管

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列 (2)、 列 (3) 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高管薪酬

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 0377, 且通过了 10%统计水平的检验,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

数对员工薪酬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 0063, 但是不显著。 这说明随着国际科技本

土突破数的增多, 高管薪酬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普通员工,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经

济回报往往更多地集中在企业高管和关键技术人员手中,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并不能

完全解决 “分好蛋糕” 的问题。
为了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了

解, 本文从股权结构、 行业研发投入以及教育水平进行了进一步检验。 其中, 股权

结构为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 (SOE), 行业研发投入为企业所在行业的

科研人员占比是否高于平均数的虚拟变量 (HighRD), 行业教育水平为企业所在行

业的研究生学历占比是否高于平均数的虚拟变量 (HighEdu)。 表 7 列 (4)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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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国有企业

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更低。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

业存在相对严格的薪酬管理和限薪制度 (赵文卓等, 2025) [36] 。2014 年 8 月, 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并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对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 “天价薪酬” 进行了

明令禁止, 旨在调整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 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

监控, 保障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相协调。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国有企业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过程中由于收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内部收入差距

的扩大, 避免了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的收益过度集中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手中,
对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表 7 列 (5)、 列 (6) 显示, 高研发人员占比行业和高教育水平行业的虚拟变

量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高研发投入水平和高教育

水平企业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更低。 这可能是因

为, 在高研发人员占比行业和高教育水平行业中,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并不是由少数

人单独完成的, 而是需要大量研发人员和高教育水平的员工共同合作。 这些行业的

特性使得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的收益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更均匀的分配。 在

研发人员占比高的企业中, 员工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 他们在科技本土研发突

破中的贡献被高度重视, 从而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同时, 为了留住和吸引这些高

素质的员工, 企业也会尽可能保证其薪酬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同样, 教育水平高的

行业通常需要其员工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这些员工在科技

本土研发突破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样的行业中, 企业通常会对其员工

的贡献给予足够的认可, 并给予相应的回报。 因此, 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升

劳动者教育水平, 培育更多研发人才和高科技企业, 有助于从根本上优化我国企业

的整体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 为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带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表 7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MESRatio MSGrowth ESGrowth MESRatio MESRatio MESRatio

(1) (2) (3) (4) (5) (6)

IPCNum 　 0. 1089 　 0. 0377∗ 　 0. 0063 　 0. 3559 　 0. 1720 　 0. 1900
(0. 61) (1. 80) (0. 16) (1. 60) (0. 94) (1. 01)

IPCNum×
 

SOE -0. 5442∗

( -1. 75)

HighRD 0. 3967∗

(1. 74)

IPCNum×
 

HighRD -0. 3629∗∗

( -2. 45)

HighEdu
-0. 2565

( -1. 21)

IPCNum×HighEdu -0. 3491∗∗

( -2. 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361 31
 

335 31
 

474 29
 

277 28
 

442

Adj
 

R2 0. 650 0. 028 0. 042 0. 651 0. 665 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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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
 

202. 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 创新性地将专利 IPC 作

为不同科技的划分依据, 将各 IPC 在中国首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日期视为我国实现了

相关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时间节点, 整理并计算了各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国际科技本土

突破数量, 并结合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本

土突破对企业收入分配及履行共同富裕责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 国际科技

本土突破可以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增加, 可以通过 “做大蛋糕” 支持

企业履行共同富裕责任, 但是在第三次分配中, 对人均捐赠的影响依然有待提高; 其

次, 竞争优势效应和税收遵从效应分别是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

税金显著提升的重要渠道; 最后,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并不能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的增加, 高管的薪酬增长速度更快, 科技本土研发突

破对 “分好蛋糕” 的影响效果有限。 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 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本文收集的数据来看, 我国专利 IPC 种类数只达

到了全世界 IPC 种类总数的 58. 2%, 仍然有超过 40%的专利类别处于空白状态,
说明我国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根据

IPC 分类的空白情况, 针对当前我国科技存在空白与差距的领域, 调整研发政策并

增加人力、 物力以及资金投入, 鼓励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空白领域加强国际合

作, 加大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引进和突破, 加速填补我国专利 IPC 空白, 促进我国

科技种类的丰富与完善, 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
第二, 坚持深化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改革, 全面执行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分配原

则, 确保高质量的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进行

实证研究, 发现当前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提升人均税金的影响最大, 人均薪酬

次之, 人均捐赠最弱。 这说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体制, 关注如

何更好地引导和激励科技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与商业化, 确保这些成果能够为国民带

来更多的实际收益。 特别是在当前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阶段, 政府和

企业应加大对员工数字技能培训的投入, 不仅可以帮助员工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变化

与要求, 还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 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第三, 积极推动中国特色供应链创新与区域合作创新战略, 全面加强跨地域的

供应链整合和创新资源共享机制, 共同发挥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强大赋能效果。 政

府应加大对供应链整合与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 建立供应链创新与区

域合作的信息平台, 汇集各方资源, 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之间、 地区企业之间的信息

沟通和数据共享, 同时设立专项资金, 鼓励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以及当地企业加强技术合作与联合研发, 提升科技成果的研发效率与推广速

度, 确保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技术红利通过供应链与区域协作更广泛、 更高效地惠

及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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